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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研究

论弗里尔历史剧的叙事伦理①

李成坚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６１１７３１）

摘　要：从当代爱尔兰剧作家弗里尔的两部历史剧《翻译》和《创造历史》来看，弗里尔历史剧具有历史叙述的想象
性特征，剧作家的历史观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户外日戏剧公司”的文化政治诗学之间存在深层通约，弗里尔历史剧中“共
融”的叙述伦理，对于反思历史剧中历史叙述之伦理尺度构建具有很大的人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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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海登·怀特将意识形态要素介入历史学，元历史观主导了历史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并引发新

历史主义在文学理论界一场新的革命。新历史主义以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模糊了历史真实与

文学虚构的传统界限，凸显文学作为权力政治之文化产物，具有参与意识形态形塑的能动功能。

如此，取材于历史题材的特殊文学类型（如历史剧）作为一种基于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在新的理

论关照下似乎可以走出“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传统史学和文艺学论争的拘囿，以更为开阔的视野

重新审视历史在文学中的再现方式和再现功能。

历史（事件）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个群体的记忆共同体。它们作为社会的集体记忆，成为社会创

制自身历史和文化的标志性产物，按照学者科恩的概念，即是一种内文化现象［１］２３１－２３３。因此，对于历史

再现的方式和功能实现从根本上触碰集体性的民族感受和价值观念，这必将引导我们超越史学或文艺

学的学科局限，在更为广阔的伦理层次重新深思基于历史素材的文学创作的文化诗学功能。

本文试图以当代爱尔兰剧作家布莱恩·弗里尔（ＢｒｉａｎＦｒｉｅｌ，１９３９－）的两部历史剧《翻译》（Ｔｒ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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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８０）和《创造历史》（Ｍａｋ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１９８８）为文本例证，展示弗里尔的历史观，将他的历史观置
于爱尔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化政治语境下，探讨弗里尔在其历史剧中表达的“共融”的叙述伦理，最
终考察这一叙述伦理于当代爱尔兰文化身份重建的人文意义。

一　历史的想象性叙述
在当今爱尔兰剧坛，布莱恩·弗里尔是最为重要、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剧作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成

名至今，弗里尔在笔耕不辍的近５０年里，以一贯的现实关怀，融入爱尔兰后殖民语境的文化身份反思，
构筑起政治、历史、文化交织的戏剧空间。基于爱尔兰两大核心问题———“语言问题”和“身份问题”的

历史剧《翻译》和《创造历史》无疑是弗氏文化政治诗学空间里的两例典型。

《翻译》以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爱尔兰为历史再现场景。剧中，英国奥登兰斯地图测绘队的到来、国
民教育体系的推行将读者／观众带回到１９世纪爱尔兰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测绘队以地图制作为名，
以英语地名替代原来的爱尔兰地名；新型的国立学校普及英语，对教授盖尔语的传统学校———树篱学校

（ＨｅｄｇｅＳｃｈｏｏｌ）①造成强烈冲击。二者在共同遮蔽盖尔语濒临灭绝的事实之时，同时彰显爱尔兰盎格鲁
化的被殖民现实。

回望这段被殖民的历史，剧作家并没有通过宏大的历史叙述强调文化失落的苦痛。相反，弗里尔巧

妙地以爱尔兰西北部唐尼戈郡一个小村庄里的树篱学校为中心，围绕语言问题，展现文化的冲突和政治

的危机。树篱学校各学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语言分歧。老光棍吉米（Ｊｉｍｍｙ）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整
日沉醉于古希腊辉煌的经典之中，在他看来，“那个充满古老传说的神祗世界和巴里比格镇每天的日常

生活一样，都是真实可信的”［２］３８４。校长休（Ｈｕｇｈ）的大儿子马努斯（Ｍａｎｕｓ）执着于爱尔兰语，甘于放弃
自我的追求在树篱学校担任助理。然而，对于年轻的姑娘梅尔（Ｍａｉｒｅ）来说，无论是拉丁语还是即将消
失的盖尔语都是无用的、死的语言。“旧的语言只是现代和进步的障碍。”［２］４００她坚持学英语，为去美国

准备。

树篱学校个体层面的语言之争映照出集体层面的文化冲突。旧的语言于个体而言或代表传统和历

史，新的语言或代表实用、富裕和现代化。但巴里贝格村里英国测绘队工兵的进驻、新型“国立”学校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ｈｏｏｌ）的兴起预示着新的语言正借助国家机器和文化机制的建立和推广，以不可阻挡之势在
英语标准化中实施文化殖民。最终，文化的冲突引发政治的对立。测绘队的军官约兰德中尉（Ｌｉｅｕｔｅｎ
ａｎｔＹｏｌｌａｎｄ）“意外失踪”，队长兰西上尉（ＣａｐｔａｉｎＬａｎｃｙ）暴怒，警告村民４８小时内交出约兰德，否则将
整个村庄夷为平地。显然，英国－爱尔兰人间的杀戮和战争一触即发。

然而，剧作家弗里尔并非意在再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历史“事实”。剧中，弗里尔一笔带过约兰德
中尉失踪的原因，是因他与爱尔兰姑娘梅尔的恋情被村民萨拉（Ｓａｒａｈ）发现并告发的缘故，也只是隐晦
地道出暗杀约兰德的人是村里的唐内利兄弟（ＴｈｅＤｏｎｎｅｌｌｙＴｗｉｎｓ）。剧尾更没有笔墨交代巴里贝格即
将来临的现实灾难，以凸显殖民与反殖民的对立以及殖民的残暴。相反，弗里尔的历史叙述是想象

性的。

《翻译》的故事场景———小村庄巴里贝格（Ｂａｌｌｙｂｅｇ）完全是一个虚构的地名，因而，在这一空间里发
生和展开的行动自然呈现出想象的虚构本质，进而所有剧中的人物都无需进行一一的历史对照。想象

的人物以无名的树篱学校为轴心，或坚守、或疏离。树篱学校的学员梅尔姑娘和英国上尉约兰德的爱情

故事，无疑都是虚构的桥段。在这一充满想象的形式下，弗里尔重在再现爱尔兰重大历史／文化时刻人
的各种精神状态。

剧中，马努斯执着于爱尔兰语。尽管他爱恋的姑娘梅尔热情地学习英语、即将奔赴美国；尽管他懂

英语却固执地在英国中尉约兰德面前讲爱尔兰语，他放弃自我和自由，执着地在树篱学校教授爱尔兰

１２１

① 因《惩戒法》（ＰｅｎａｌＬａｗ），英国在爱尔兰禁止爱尔兰语和天主教教育，因而在 １７～１８世纪的爱尔兰农村，地下的树篱学校
（ＨｅｄｇｅＳｃｈｏｏｌ）应运而生。学校因位于树篱旁（有的在露天或在谷仓里）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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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忠诚于传统。校长休的小儿子欧文（Ｏｗｅｎ）则不同于他的哥哥马努斯。他向往巴里贝格以外的现代
生活，一早便离开家乡到英国学习英语、享受他的自由。他以测绘队聘请的翻译身份回到家乡。起初，

他认为他的工作即是语言的简单转换。然而，随着其反向的“传统重建”工作推进，他意识到语言的替

换不能简单地英语化，而是将爱尔兰性保存［２］４２０，他最终回归爱尔兰传统，“明白我身处何处”［２］４４５。对

校长休而言，面对不可逆转的英语优势，他最终决定教梅尔“够用”的英语去国立学校任教。但他意味

深长地说：“我们必须学会这些新地名……我们必须明白我们身处何处。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使它们为

我们所有。我们必须用它们建设我们的新家园……不是字面的历史、或所谓历史“事实”塑造了我们，

塑造我们的是体现在语言中的过往意象……我们不能停止更新这些意象，因为一旦停止更新，我们就会

固化不前。”［２］４４４－４４５

无疑，《翻译》中的历史记忆是极具演绎性的。也正因此，《翻译》里意图再现的１９世纪爱尔兰文化
转型的历史真实受到史学界的批评。有史学家指出，剧中测绘队工兵扛着刺刀工作有违历史真实。事

实上，地图正名的英语化工作多是由爱尔兰语言学者协助完成的，以最大可能接近爱尔兰源头，当时的

树篱学校也同时教授英语［３］３５－３６。因而，史学家肖恩·康诺利（ＳｅａｎＣｏｎｎｅｌｌｙ）批评：“《翻译》严重歪曲
了事实和１９世纪文化变化的根源，这种歪曲已经大大超越了历史事实不准确的错误范畴。”［４］

８年后，弗里尔的另一部历史剧《创造历史》问世。《创造历史》的英文标题（Ｍａｋ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无疑凸
显了历史的可复叙性。在沿袭了《翻译》的想象性叙述策略中，弗里尔更清晰地道出了他的历史观。

《创造历史》基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以１６０３年金塞拉之战（１６０１～１６０３）为时间轴心和盖尔文化秩
序失落的历史背景，再现１６世纪末重要的盖尔领袖休·欧尼尔（ＨｕｇｈＯ’Ｎｅｉｌ）的从１５９１～１６１１年间的
最后２０年。此２０年，于英国，是多铎王室盛极且危机潜伏的时期，是多铎王朝变更斯为图亚特王朝的
时期；于爱尔兰，是传统的盖尔秩序失落、新教英国殖民者在爱尔兰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

于欧尼尔个人而言，更是充满矛盾的岁月。他出生于一个爱尔兰天主教教廷，但却在英国长大，操

着浓重的上层英国口音，被英女王伊丽莎白赐封爵位。因而，《创造历史》以两幕剧围绕核心历史事

件———金塞拉之战，从欧尼尔因宗教问题引发的婚姻受阻和不幸到反抗英国王室再至失利后流亡罗马

的凄凉岁月，再现一个身份多重、处于摇摆和分裂的人物形象，因而，欧尼尔被誉为爱尔兰历史上最神秘

的人物之一［５］。

如《翻译》一样，《创造历史》的历史叙述仍是想象性的。影响并决定爱尔兰政治走向的金塞拉之战

是虚化的，剧中并无战场的具体描述，相反，剧中的场景几乎是在室内①，讨论代替了行动。剧中人物彼

得·隆巴德（ＰｅｔｅｒＬｏｍｂａｒｄ）既是天主教大主教，又是一名历史学家，正计划以欧尼尔为中心，将欧尼尔
抗英事件记入历史。面对爱尔兰反抗的失利、欧尼尔在罗马流亡期间的潦倒与绝望，隆巴德决意将欧尼

尔塑造成一名爱尔兰民族英雄，因为在隆巴德看来，“历史是一种叙述……想象和信息一样重要……历

史在重述前应该创造。”［６］２５７－２５８

因此，在他目睹欧尼尔罗马流亡的潦倒而绝望的日子和经历的失败后，他将欧尼尔刻画成“一个无

比光荣、纯粹、忠诚之人……一个如上帝般的王子”［６］３３９，因为他认为“此刻是爱尔兰需要一个英雄的时

刻”［６］３３４。有趣的是，剧尾以欧尼尔和隆巴德各自自说自话的形式，戏剧性地以两种冲突的欧尼尔形象

结束。如隆巴德所言，“一段历史都存在多种叙述的可能”［６］２６７，《创造历史》的结尾，在历史真实和叙述

需要的两个向度上展开。忠实和背叛在史学真实和故事虚构的冲突层面上交合混杂，这是弗里尔在艺

术处理时最为聪明的做法。

弗里尔重新想象历史的模式，在《翻译》到《创造历史》两个剧本中清晰可见。“我们看到的历史是

书写的历史……我很高兴，我忠于叙述”［７］４８，在弗里尔，历史即是叙述。

２２１

① 《创造历史》由２幕４场组成。第１幕中的场景都是在欧尼尔的房间内（Ｏ＇Ｎｅｉｌ＇ｓｈｏｕｓｅｉｎＤｕｎｇａｎｎｏｎ），第２幕的第１场在北爱尔
兰帝龙郡的斯培林山脉（ＴｈｅＳｐｅｒｒｉ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第２场在罗马的宫殿里（ＰｅｎｉｔｅｎｚｉｅｒｉＰａｌａ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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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历史叙述中的文化认同构建
不可否认，弗里尔两部历史剧中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阐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的历史［３］４０。剧作家意

图展现的不是历史的处境，而是历史的“不确定性”，以及历史不确定中的冲突。事实上，弗里尔的想象

性叙述策略并非孤例，读者在当代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ＳｅａｍｕｓＨｅａｎｅｙ，１９３９－２０１３）的诗歌里同
样可以看到类似的处理。希尼的沼潭诗（ｂｏｇｐｏｅｍ）以爱尔兰典型的地貌特征沼潭里发掘的尸体为历史
考察点，通过想象隐喻爱尔兰周而复始的宗教和历史纷争。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想象性叙述策略的暗

合，剧作家弗里尔和诗人希尼———原本在两条平行线上的两人在８０年代的“户外日戏剧公司”（Ｆｉｅｌｄ
ＤａｙＴｈｅａｔｒｅＣｏｍｐａｎｙ）聚合了。

户外日戏剧公司由弗里尔和演员斯蒂芬·瑞（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ｅａ）在北爱尔兰的德里（Ｄｅｒｒｙ）创建。尽管
该公司最终在１９９４年宣布解散，但从该公司的选址到艺术指导委员会人员的构成，从上演的剧目到户
外日出版社名义的出版物，无不体现出浓烈的文化政治色彩。１９８０年，户外日戏剧公司总部选址德里
（Ｄｅｒｒｙ，又称Ｌｏｎｄｏｎｄｅｒｒｙ）。作为北爱尔兰的第二大城市，德里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在东西向上，德里
形成东部城市和西部乡村的分野；在南北向上，德里则分离英属北爱尔兰和南方共和国。德里既是不同

区域的分界，又可谓各种差异的交汇。此外，德里作为北爱尔兰天主教徒最为集中之地，是１９７２年北爱
尔兰著名的“血腥星期天事件”（ＢｌｏｏｄｙＳｕｎｄａｙ）的发生地，是“爱尔兰社会问题的缩影”［８］１３。户外日戏
剧公司作为一个艺术团体，组建了６人组的艺术指导委员会。除弗里尔和瑞两位创建人外，委员会成员
还包括诗人希尼、诗人汤姆·泼林（ＴｏｍＰａｕｌｉｎ）、文学评论家谢默斯·迪恩（ＳｅａｍｕｓＤｅａｎｅ）和音乐教师
大卫·汉蒙德（ＤａｖｉｄＨａｍｍｏｎｄ）。有趣的是，６人组委员会成员中，３人是天主教徒，另３人则为新教
徒。无疑，德里的地理位置和戏剧公司艺术委员会构成中暗含的混杂和多元，成为“摆脱北爱尔兰人惯

于单一的身份窠臼”［９］６８的隐喻，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饶有趣味的隐性佐证，审视户外日戏剧公司显性

的文化主张：构建一个新的文化空间，消除“人为”而非“地理”的边界、实现文化的共融［８］７。为此，“第

五省”概念被提出。

历史上，爱尔兰岛曾被划分为四个省：阿尔斯特省、莱因斯特省、蒙斯特省和康奈驰省，并没有所谓

“第五省”的现实存在。因此，想象中的“第五省”旨在超越旧有的边界意识，建立一个覆盖整个爱尔兰

岛的新的文化空间。一定程度上，“第五省”概念类似于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中的“第三空间”，以一

个新的杂合空间消除原有对立的二元。但“第五省”概念还有其独特的爱尔兰语义，“Ｃｏｉｃｅｄ”一词在爱
尔兰语中代表“省”，同时又恰巧是“第五”之义。尽管户外日戏剧公司并没有一个明确而正式的团体纲

领，但“第五省”的喻意表征了户外日成员们的文化政治态度：实现整个爱尔兰的文化融合和政治统

一［１０］１９４。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间，户外日出版社出版的杂文系列，正是户外日文化政治观的详细图解［１１］。因

此，作为户外日戏剧公司成立后的首个剧目，《翻译》何尝不失为一场跨越边界的文化努力呢？剧本的

英文标题“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以复数的形式，展现了剧中人物跨越的多种尝试。
尽管爱尔兰姑娘与英国中尉约兰德跨越政治边界的恋情失败了，但两人在爱尔兰地名的语音复现

中找到了共鸣，一心向往英语的梅尔和倾慕爱尔兰文化的约兰德在彼此的语言－文化间跨越，构成全剧
最浪漫和温情的一幕。哥哥马努斯对传统的执守和弟弟欧文最初对传统的背弃构成截然相悖的两种选

择类型。最终，马努斯因卷入约兰德失踪案，被迫远走他乡，走向被动的跨越；欧文在反向的传统反观

中，最终自觉回归传统。当然，校长休在长久的迷惑与挣扎后，最后跨越内心的障碍，决意在新的文化现

实中葆有传统。无疑，休是弗里尔的代言人，道出了剧作家对于跨越的认识：“它促使着人们改变自己

的行为，跨越过去，进入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各个阵营不再那么敌对，经年的分界也不再那么明

显，长久的纷争不复存在。”［１２］６“回顾历史的唯一意义在于明白当下的由来和此刻的位置”［１３］６１４，弗里

尔在《翻译》首演后如是说，无疑，《翻译》是户外日戏剧公司“跨越边界”的文化政治主张的艺术诠释。

自１９８０年后的１２年间，户外日戏剧公司先后推出了１２部戏剧，展开全岛乃至欧美巡演。这１２部
戏剧虽取材不一，但无不围绕爱尔兰文化政治中的核心话题展开艺术的再现。１９８４年的两台戏剧：泼
林的《放肆之举》（ＴｈｅＲｉｏｔＡｃｔ）和德里克·马洪（ＤｅｒｅｋＭａｈｏｎ）的《开心时分》（ＨｉｇｈＴｉｍｅ），以鲜明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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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诺英语（Ｈｉｂｅｒｎｏ－Ｅｎｇｌｉｓｈ）凸显爱尔兰语言／文化之杂合特征。１９８６年托马斯·克罗伊（ＴｈｏｍａｓＫｉｌ
ｒｏｙ）的《两次穿越》（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ｓｓ）、１９８８年弗里尔的《创造历史》和１９８９年特里·伊格尔顿（ＴｅｒｒｙＥａ
ｇｌｅｔｏｎ）的《圣人奥斯卡》（ＳａｉｎｔＯｓｃａｒ）分别以爱尔兰平民、民族英雄和文学大师为对象，呈现爱尔兰人的
身份困惑。１９８７年戏剧家斯蒂沃特·帕克（ＳｔｅｗａｒｔＰａｒｋｅｒ）的《彭提克斯》（Ｐｅｎｔｅｃｏｓｔ）则是以１９７４年的
北爱尔兰工人委员会罢工的历史事件再现爱尔兰的宗派纷争和对抗。１９９０年，希尼的《特洛伊的弥合》
（ＣｕｒｅａｔＴｒｏｙ）在古希腊悲剧的借用中、在北爱尔兰和平进程开始的黑暗前夜，表达弥合历史创伤的希
冀。对于户外日戏剧公司的黄金１２年，爱尔兰戏剧历史研究学者莫瑞高度评价：“在１２部戏剧中，《翻
译》、《两次穿越》和《彭提克斯》可谓近２５年来爱尔兰最好的戏剧，而其他的作品对于研究现代爱尔兰
戏剧都是至关重要的”，“户外日戏剧公司在爱尔兰政治和戏剧发展的不确定期间，带来了兴奋和

希望。”［１４］２２２

“我的一生都在为了两件事情而奋斗。我竭力使这个痛苦而迷惑的民族继续过他们未被殖民之前

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没有物质上的富足，但也能让人的生活有保障并有自己的尊严。我通过承认并

尊重那些从史前就开始被保持的习俗与仪式来保护人们的传统生活。与此同时，我试图让欧洲那奇异

的生活方式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带他们慢慢熟悉新的评价与信仰系统。这两件事情几乎是互相抵消，

很难同时进行。但必须得有人来尝试，因为一个民族与文明的形成不是来自命运或偶然，而是源于由意

志支配的行为。”［６］２９９－３００这是《创造历史》中欧尼尔临终前的回顾。剧中，欧尼尔所呈现的双面神形象

是文化身份分裂的代表，是爱尔兰性矛盾和多重的隐喻。“自辛格以来，我们的剧作家都提高了声调，

以获得英国的接受和认可……尽管如此，我想这种情况将首次发生改变……我们开始自我的对话，这远

比被美国或英国偷听到来得更重要”［３］５，对弗里尔而言，历史记忆之根的挖掘和裂缝的发现是跨越他性

的边界、构建新的爱尔兰文化认同的起点。

三　历史叙述的伦理尺度
就本质而言，历史剧是在过往和现在的两度空间里，架起剧作家（导演）和观众之间的对话。对话

是形式，诉说方为内核，“古为今用”始终是历史剧创作力图实现的功能目标。

作为戏剧的重要种类，历史剧有着悠久的历史。回顾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创作的巅峰时代，莎

士比亚的历史剧从《理查二世》到《亨利五世》，莎士比亚在其历史剧中鲜明地抒发他谴责昏君、彰显明

君、反对割据、拥护中央王权的政治理想，最终为英格兰中心主义意识形塑服务。

回顾２０世纪上半叶爱尔兰的民族戏剧之路，１９０２年叶芝与格里高利夫人合作的独幕剧《胡里痕的
凯瑟琳》以１７９８年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这一历史时刻作为戏剧场景，将重大历史事件植入爱尔兰经典
故事，以激发观众的民族主义意识。以《胡》剧为起点的爱尔兰民族戏剧运动，作为爱尔兰文化复兴运

动的一部分引发爱尔兰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浪潮。

当代，在海登·怀特元历史观的理论关照和新历史主义政治文化诗学的理论批评下，对于历史剧的

讨论已超越了文学和史学的限域。基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已然成为社会文本的有效组成，文学作品

对于历史如何再现、如何叙述、如何记忆，都已经消解了还原“史实”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历史叙述的方

式深层上是特定的历史态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表达，以实现重塑的功能。同一历史事件具有多种叙述

的可能。叙述话语最终以公共话语的形式，沉淀为一种集体记忆。

根据认知心理学家罗杰·尚科（ＲｏｇｅｒＳｃｈａｎｋ）的观点，历史故事（知识）来源的途径不外乎五种：官
方的、编造的、直接经历的、间接获得的和文化共有的［１５］３０，因而，以集体记忆形式留存下来的历史故事

中，必然伴随着遗忘，因为记忆是具有选择性的。记忆、回忆和遗忘是人类基本的生理机能，但它并不类

似于物理的储存器，可以随时随地人工调取而不改变什么。回忆什么或者遗忘什么，是一种文化现象，

关涉历史主体在时间意识中的情感。基于历史素材的文学作品，历史被重新叙述的过程，即是经历了主

体意识筛选后的记忆形式，文学作品以其固化形式以期形成相对稳定的集体记忆。因而，在文学与历史

的整理“立场”中，在个体与社会、社会权威和他异权力的作用立场中，展开新旧的交锋，诉说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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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灵史，发挥重塑功能的文化力量。无疑，文学作品中重新想象的历史服从叙述的需求，是特定意识

形态和文化政治立场的表征。同一历史事件可以不断被想象、被叙述和演绎，产生共鸣，形成社会和文

化认同的流转功能。

然而，历史作为一种叙述在消解了“还原真实”的可能成为“不可靠叙述”后，新的尺度亟待建立。

然而，历史叙述的评判新尺度又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笔者以为，伦理尺度：对他性（他者）的体验和

尊重应该成为判断历史叙述的新价值尺度。历史回望中的记忆抑或遗忘，无论方式和内容如何变化，都

应该是对历史事件中涉及面的双（多）向度考量和尊重，不应是对他性情感的违拗和践踏。因此，以伦

理尺度为参照，审视弗里尔历史剧的人文价值，其接受度则一定程度上成为伦理尺度验证的重要考量因

素。“与弗里尔以前的戏剧接受不同，《翻译》赢得了评论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且不分区域（北爱尔兰、

都柏林、英国）。”［８］５１－６４对于爱尔兰而言，其经历的英国／爱尔兰政治冲突、新教／天主教宗派冲突都成为
爱尔兰痛苦的历史记忆，构成难以弥合的历史创伤。“我们面对两个文本：过去和现在。彼此都是从他

者的角度阅读审视对方，彼此都无从回避”［７］２５，《翻译》和《创造历史》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回顾，

并非舔舐历史的物理创伤，哀叹传统的消失、完整性的消逝，而是透过语言困惑和身份困惑，呈现人的心

理现实和对历史理念、逻辑所做的哲理思辨。

爱尔兰作为一个曾经历经苦难的后殖民时代的国家，历史记忆成为戏剧舞台上重要的书写素材，以

重现民族历史创伤。弗里尔的历史剧通过舞台表演形式，构建民族、政治和文学的通融性，一定程度上，

共融的文化理念中体现了对多样化的包容和兼顾，在伦理的层面上遵循了对他性的尊重，因而，对当代

爱尔兰性的构建、爱尔兰文化身份重建等问题具有积极的形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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